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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谈: 新中国成立 70 年的学术启示·

编者按: 新中国成立 70年来，中国历史学的研究走过了非比寻常的历程，同时也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本刊特邀请四位专家从各个角度进行回顾与总结，以飨读者。

传播·反思·新的前景

———新中国 70 年史学的三大跨越

瞿林东

(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 100875)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按照中国传统的话语，这是一个大地生辉、普天同

庆的伟大年代。70 年来，中国的各项事业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祖国的面貌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团结一致走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70 年来，中国史学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在理论认识的深化、研究领域的
开拓、成果的积累、队伍的壮大、国际影响力的提升等诸多方面，都取得辉煌的成
就，值得认真总结。这篇小文，试对 70 年来中国史学行程的总趋势讲一点粗浅的认
识，就教于同行和读者。

一、新中国成立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广泛传播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产生于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并在三四十年得到初步发展。

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在理论上和研究成果上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奠定了基础。20 世纪 20 年代
前后，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介绍和阐释，以及他署名

李守常撰写的《史学要论》于 1924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
生奠定了理论基础。1930年，郭沫若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这一马克思主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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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的研究成果，在中国开辟了以唯物史观认识中国历史的道路。

第二，在民族危难关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成为唤起民众、坚定民族自信心、

坚决抗击侵略者的思想武器。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范文澜的 《中国
通史简编》和《中国近代史》上册、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翦伯赞的《历史哲
学教程》、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第三，涌现出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群体，他们的著作所产生的影响，成

为 20 世纪前半期最有生命力的史学思潮，正如 1946 年侯外庐《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
再版序言》 ( 见张岂之主编 《侯外庐著作与思想研究》第八卷，长春出版社，2016

年，第 1 页) 所说: “中国学人已经超出了仅仅于仿效西欧的语言之阶段了，他们自
己曾活用自己的语言而讲解自己的历史与思潮了。……他们在自己的土壤上无所顾虑
地能够自己使用新的方法，掘发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了。”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为党和国家的指导
思想，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大地上广泛传播创造了条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

广泛传播中得到进一步发展，其标志是:

从思想上和理论上看，掀起了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高潮。从 20

世纪 50 年代初到 60 年代初，《毛泽东选集》第一至第四卷陆续出版，马克思、恩格
斯著作和列宁、斯大林著作的翻译、出版，以及新型报刊的评介，马克思主义学者纷
纷撰文对马克思主义的阐释等，人们如浴春风，感受到新思想带来的激动和力量。这
里，我引用白寿彝先生 1981 年在《从六十年来的史学发展说到对青年的教育问题》
( 《白寿彝文集》第 6 卷，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 年，第 48 页) 所回忆的一段文字，

从中可以看出老一辈学者的心境和全国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他写道:

稍回想一下，这 30 年，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并没有停滞不前，我们不要
只看见“四人帮”时期的那种情景，还应该从解放初开始来看马克思主义历史
理论的发展。是不是这样根据历史情况来作判断，还可以理解得多一点啊? 建国
初期，我在学校里工作，是做教师的。许多教师，在解放前没有机会学习马克思
主义。这个时候，在解放后不久，规模广泛的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活动开展起来
了。不少教师参加了学习，而且是很认真的。一些教师在课堂上能够运用毛泽东
同志的话，很受同学的欢迎。教师本人，对自己能够运用毛泽东的话和马克思的
话来检查世界观，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去对照一些问题，深感这是发

生了很大的变化，有了很大的进步。事实也正是这样。但是如果从实质上看，这
还只是逗留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上，真正的掌握马克思主义，还不行。拿这个情
况和今天相比，我觉得是不是今天进步了，大家可以研究。

这些实实在在的话语，生动地反映出了那个时代的风貌和特点，也反映出了白寿彝先



52 中国史研究动态 2019 年第 4 期

生本人的亲身经历，因为他就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才较多地接触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并

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

从研究问题的深度上看，推动了对历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的讨论、辩难，提高了
史学界的学术水平，提升了史学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理解和运用能力。这
些重大问题是: 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分期问题、汉民族形成问
题、中国封建社会中农民战争问题、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
芽问题、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以及历史人物评
价标准问题、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关系问题等。值得注意的是，其中许多重大问题的
提出和讨论，在新中国成立以前的中国史学界是不可能提出来的。这是因为，史学工
作者在学习了唯物史观后，于潜移默化中逐渐从朝代史的束缚下解脱出来，对历史进

程中的重大问题产生敏感和兴趣，这是中国史学界在 20 世纪的一大进步。同时，在
讨论和辩难中，史学工作者意识到，要想说明自己的观点和认识，材料固然重要，但

没有一定的理论修养显然是不够的，从而进一步激发了对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
的热情。重要的是，这些讨论、辩难所积累起来的成果，以及众多学术专著中对这些
所得的种种不同的反映，成为人们深入认识中国历史的依据或参考，从而在整体上提

高了中国历史研究的科学水平。我始终认为，没有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这些讨论和
辩难，我们对中国历史的认识不可能达到今天这样的水平。因此，中国史学界不应当
忽略、更不应当否定这些讨论与辩难。

从史学队伍的壮大来看，培养和锻炼了一大批年轻一代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

者，显示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勃勃生机和广阔前景。一般说来，学术中的讨论、

商榷、辩难，不仅能推进学术的发展，而且也是培养、锻炼新生力量的机会和路径。

以关于中国古代史领域的讨论为例，当年的参与者漆侠、宁可、王思治、朱绍侯、胡
如雷、林甘泉等，都是中青年学者，他们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所显示出的学养和造
诣，同他们直接参与上述有关重大问题的讨论是有密切关系的。

当然，新中国成立后 17 年的史学发展，也走过一些弯路，即 “左”的政治思潮
和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形式主义态度，对史学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从实
事求是的观点和态度来看，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庞大的、完整的科学体系，人们不可能
在短时间内学懂它和正确地运用它，任何简单的做法都可能偏离马克思主义，甚至走

向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 而 “左”的思潮极易导致教条主义和简单化地对待马克思
主义。因此，在有关上述重大问题的讨论中，以及在历史学的教学和研究的各个领
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偏离马克思主义的地方。如对马克思主义
某一论点或断语的夸大和误读，对某一历史材料之作用与价值在认识上不同的解释

等，确实是存在的。这种情况不仅无益于讨论各方的论点走向接近与共识，反而又容



传播·反思·新的前景———新中国 70 年史学的三大跨越 53

易产生新的歧见。这就给史学未来的发展造成了障碍，而克服这些障碍，则需要史学
工作者付出更多的努力，尤其需要一个良好的学术环境。

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与史学反思

“十年动乱”史学成为重灾区，从整体上看，已无史学可言。“四人帮”鼓吹的“儒

法斗争史”，不过是打着“史学”的旗号而推行其反动政治的手法罢了。可以说，中国史
学前进的步伐停滞了十年之久，而极少数的史学家不得不转入“地下”从事研究工作。

1978 年 10 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广
大史学工作者在思想上获得新的解放，焕发出新的学术生命力。不论是为了继续已有
的研究，还是锐意开拓新的研究，中国史学界面临着两个任务: 一是批判 “四人帮”

对马克思主义的践踏，以及炮制的 “儒法斗争史”之类的骗局; 二是清算 “左”的
思潮在史学领域造成的危害，以明确新的进取方向。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任务。

1986 年，我在一次学术研讨会上提出中国史学上存在五次 “反思”的观点，并
被六七家报刊转载。此后，我就这一观点应邀请作了公开讲演。2015 年，我在 《史
学史研究》第 1 期上发表了 《中国史学上的五次反思》一文，其中有一段这样的论
述，抄录如下: “中国史学上的第五次反思出现于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其历史背景和
学术背景是，20 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的政治形势从 ‘阶级斗争’为纲转向实行改
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在意识形态领域则是以拨乱反正、正本清源、解放思
想、实事求是为其时代特征。于是，在经历了十年 ‘文革’动乱之后，中国的理论
界、学术界从‘万马齐喑’的状态一下活跃起来，几乎每一个学科或学术领域都在
思考自身的发展道路。一般来说，思考的核心问题有两个重点: 一是 ‘四人帮’对
这个学科或学术领域的干扰和破坏，二是这个学科或学术领域在 ‘文革’前十七年
中的经验、教训。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重点，前者是对政治上的大是大非问题的清
算，后者主要是关于学术上的正确与偏颇的检讨。这样一个严肃的同时也是生动活泼
的历史局面，是以 1978 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其起点，因为它唤起了人们
的自尊、真诚、信念和热情。中国史学上的第五次反思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发生
和发展的。这次反思有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它具有广泛的社会性，可以看作是学
术群体的反思; 第二，它以重新学习和准确地、完整地理解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为目标; 第三，它要回答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如何进一步发展的问题。许
多史学家如侯外庐、尹达、刘大年、白寿彝、尚钺等老一辈学者都发表了自己的见
解。这次反思的重大意义，是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当今史学多种观点和不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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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相发展的形势下，继续居于史学的主流地位，并创造出新的成就。”

所谓“第五次反思”，是从史学史上作贯通古今的考察，即把刘知幾、章学诚、

梁启超、李大钊及其代表性著作，视为前四次 “反思”，他们之间或有时代的不同，

或有性质的差别。对于这次“反思”的代表性成果，我们可以以几位前辈史学家的
论述为标志。首先，关于总结经验教训问题。白寿彝主编《史学概论》 ( 宁夏人民出
版社，1983 年，第 359 页) 着重指出: “‘四人帮’反党集团以历史的名义捏造历史，

以毛泽东思想的旗号篡改毛泽东思想，以影射史学罗织别人罪名”的反革命伎俩，

肆意践踏史学的尊严，造成前所未有的恶劣影响。其次，关于正确地、全面地理解和
坚持、运用唯物史观问题。尹达 《关于史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在郑州大学历史
系的学术报告》 ( 《尹达史学论著选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 384页) 强调指出: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是统一的、有机的整体。”“我们不要为
一时的现象所迷惑，一定要学会完整地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在自己的实

际工作中加以消化，变成自己的思想、方法。这样，才能避免左右摇摆，保证我们的史
学研究坚持正确的方向，取得科学成果。”再次，关于怎样进一步发展中国史学。侯外
庐指出，中国史学工作者应当有这样的自觉意识和奋斗目标，那就是: “注意马克思主
义历史科学的‘民族化’。所谓‘民族化’，就是要把中国丰富的历史资料，和马克思
主义历史科学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做统一的研究，从中总结出中国社会发展的规

律和历史特点。” ( 《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自序，人民出版社，1987 年，第 18 页) 刘
大年《侯外庐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在讲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五老”的贡献时，

进一步指出: “世界历史潮流不断发展前进。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必须跟上时代步伐，不
断发展前进。这要求我们做好许多工作。了解先驱者们的成就，吸收他们留下的遗产，

是那些工作中的一个部分。只要以往事实证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
合，是表现出了巨大生命力的，那么，现在和今后，按照新的条件，坚持这种结合，马

克思主义历史学就是长青的。先驱者们的工作不会一旦遭到白眼而速朽。” ( 《刘大年
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年，第 302 页) 上面所举的这些论述，作为 20 世纪
八九十年代中国史学反思的标志，反映了史学的时代特征: 反思与进取。

经过深刻的反思，拨乱反正，中国史学更加明确了方向，沿着马克思主义指引的

方向继续前进: 视野开阔了，研究领域拓展了，中外史学交流日益加强了，新问题、

新材料、新成果不断涌现出来。自 20 世纪 90 年代至本世纪最初十几年中，是新中国
成立以来，史学成果出版最多的时期。尤其是 21 世纪初启动的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
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计划的实施，对提升历史学的理论研究和学术水平发挥积
极作用，收到预期的效果。

这个时期，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一度出现了一股“史学危机”的思潮，但在史学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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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洪流中，这一思潮自然也就慢慢 “退潮”了。这个时期，有大量的外国历史著
作，不同史学流派的观点被引进国门，对活跃中外史学交流、借鉴外国史学的有益成
果，发挥了重要作用。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也提出了一个严峻的问题: 中国史学怎
样显示出自身的特点，怎样在中外史学交流中显示出自身的话语权，这是需要史学工

作者深长思之并作出回答的。

三、新时代与中国史学的新前景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事业道路上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中国史

学面临许多新任务，这样几项任务是比较重要的:

第一，对丰富的史学遗产作创造性的转化和创新性的发展，加快马克思主义史学

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吸收外国史学的积极成果，逐步建立中国特色历史学的学科体

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在这方面，我们确有许多工作要做: 一是认真地清理史学
遗产，继承其中优秀部分，并按一定的类例作细致的梳理。二是对史学遗产中这一部
分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发掘那些可以与当代马克思主义史学结合、融汇的部分，使
古今有所关联。三是进一步总结、提升、充实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成就，突显其
中国特色和世界眼光，积极参与同外国史学平等对话。

第二，新时代中国史学以更加理性的观点对待外国史学，应认真总结以往的经验

教训，即一不排斥，二不盲从。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 《人
民日报》2016年 5 月 19 日) 指出: “强调民族性并不是要排斥其他国家的学术研究成
果，而是要在比较、对照、批判、吸收、升华的基础上，使民族性更加符合当代中国和
当今世界的发展要求，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解决好民族性问题，就有更强能力去解
决世界性问题; 把中国实践总结好，就有更强能力为解决世界性问题提供思路和办法。

这是由特殊性到普遍性的发展规律。”这就是说，我们讲民族性一定是同时代性相结合
的，我们讲世界性一定是与民族性相联系的。这样，中国史学同外国史学的关系，逐步
可以做到“中中有外，外在中中”。这是中国史学前景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三，建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历史观。中国自古有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 《尚
书·五子之歌》) 的观念，此后，民为国本的思想在不同的时代均有所表现。司马光
《进〈资治通鉴〉表》 ( 见 《资治通鉴》书末，中华书局，1956 年，第 9607 页) 称:

一部《资治通鉴》主要是写出了“关国家之盛衰，系生民之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
戒”的历史大事。这是从历史撰述上表达“民本”的典型一例。马克思主义认为: “人
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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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 1031页) 中国社会主义事业进入新时代，应当明确
地坚信“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必须坚持人民主
体地位……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 《在中国
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 年 10 月 28 日) 。这是马克
思主义民本观在当前的表述，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历史学基本理论的核心之一。

第四，进一步确立史学服务于社会的史学观。中国史学具有经世致用的优良传
统，这一传统在新时代有了新的发展。习近平在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
立的贺信中指出: “希望中国历史研究院团结凝聚全国广大历史研究工作者，坚持历
史唯物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
化，发思想之先声，推出一批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培养一批学贯中西的历史学

家，充分发挥知古鉴今、资政育人作用，为推动中国历史研究发展、加强中国史学研
究国际交流合作作出贡献。” ( 《人民日报》2019 年 1 月 4 日) 这是对新时代中国史学
的历史观、方法论以及学科建设、社会作用、人才培养等，都提出了明确的目标，也
是对新时代中国史学新前景的憧憬，全国史学工作者将为此努力奋斗。

( 责任编辑: 苏 辉)

70 年巴蜀文化研究的方向与新进展

段 渝

( 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 四川成都 610068)

从 20 世纪 40 年代初“巴蜀文化”命题的提出以迄于今，学术界在巴蜀文化的研

究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 70 年，由于考古工作
全面深入开展，大量新材料不断问世，使学术界得以比较充分地运用当代考古新成

果，对巴蜀文化进行不懈探索，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新成就，不但彻底否定了前

人所谓“蜀无礼乐，无文字”的旧说，而且提出了 “三星堆文明”“巴蜀古代文明”


